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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随葬了 1928
件各式器物，其中以青铜器与玉器为大宗。学
界对各式“礼器”研究颇丰，原因在于这些“礼
器 ”脉络比较清晰 ，同类型器物在商周时期
出土较多。但妇好墓中也有一些器物出土较
少 ，可谓是 “孤品 ”。 对于这些器物的功用 ，
研究者一筹莫展，莫衷一是 。 有的只进行简
要的器物描述 ，有的也仅有推测 ，甚至是臆
测 。 其中 “铜尺形器 ”就是典型代表 。 近读
张光裕大作 [1]，依据新近见到的材料讨论《仪
礼》饮酒礼中的醴柶，笔者深受启发，遂成此文，
参与讨论。

一

张光裕文中提到新见一件铜质扁长带柄

条状物[2]，斜插在一件铜爵内。 此物长 17厘米，
上半为镂空凤鸟形，下半平素，末端与爵底原
有残留物呈胶着状。 凤鸟头颈饰羽毛状回纹两

行，配以钩形鸟喙，昂首睨视，抽象式凤冠环罩
鸟首，上伸鸟爪，与爵身之简朴形成巨大对比
（图一 ∶ 13）。铜爵束颈，深垂腹，尖圜底，其时代
应为西周早期。 斜插在铜爵内的扁长带柄条状
物，其时代应与铜爵相同。
相同器物在妇好墓中出土有 28 件， 其中

19件较完整。 这些器物被称为“铜尺形器”，依
据头端不同分为“龙头”和“鸟头”两类[3]。 “龙头
尺形器”有 11 件，头端作龙形，“目”字形眼，独
角竖立，唇下垂，短身卷尾（竖看似“冠”）。 在龙
身的下侧有一倒夔，两者巧妙地合为一体。 夔
口衔扁平长条形柄，柄的下端较宽，厚钝无刃，
上端饰云纹和三角形纹。长约 28厘米，重 300～
400 克（图一 ∶ 8）。 “鸟头尺形器”有 8 件，头端
作鸟形，“目”字形眼，钩喙高冠，短尾一足，足下
连着扁平长条形柄。 柄的下端较宽，厚钝无刃，
上端饰云纹和三角形纹。 长度多数在 26 厘米
以上（图一 ∶ 9）。 时代为殷墟文化二期。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商代用爵制度研究”（批准号：15BKG011）及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夏商爵、觚随
葬制度研究”（批准号：2014BKG00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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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妇好墓大批出土此类器物外，尚有一些
零星报道。

1973年，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发现三
件同类器，被称为“笄形器”[4]。 一件为 T6 ∶ 24，
顶端作夔形，长 17.4 厘米（图一 ∶ 3）；一件出土
于 M35（M35 ∶ 5），顶端作龙凤形，下附长条形
柄，柄上端饰雷纹，长 16.4 厘米（图一 ∶ 4）；另
一件为采集品（C ∶ 8），顶端作无尾夔形，余部
与 M35 ∶ 5同，长 16.9 厘米（图一 ∶ 5）。 时代为
商代中期。

1986年，河南省伊川县高山乡坡头寨村一
座墓葬中出土两件“铜鸟头尺形器”[5]。 一件为
高冠，钩喙，大眼，有翅，翅后连一长柄，柄尾略
宽，长 15 厘米（图一 ∶ 1）；另一件鸟头略残，无
翅，柄边起棱，长 16.8 厘米（图一 ∶ 2）。 时代为
商代中期。

1936 年， 小屯 M232 曾出土一件同类器
物，被称为“鸟兽饰簪形器” [6]。 顶端为一侧体
鸟，圆眼，钩喙，爪向前抓 ，尾向后垂 ，颈有羽
纹， 翅有旋纹。 腹以下的纹饰由两个单位组
成， 每个单位为一个侧体的图案化的动物 ，
头向上，尾向下。器下段无纹饰。在身与冠上
另连了一个动物，头向下，上唇残缺，下唇与鸟
身相连，颈与鸟头相连，眼睛与鸟眼左右并列，
腹部折断可接连，腹上有两个长方洞，余残缺，
可能为龙形，系鸟的冠部。 长 24.8、身部宽 1.6～
1.8、头部宽 2.5～4.5、厚 0.3～0.6 厘米，残重 97.5
克（图一 ∶ 7）。 时代为商代中期。

1959年，山西省吕梁县石楼镇桃花庄出土
一批铜器 [7]。 其中一件被称为“匕”，顶部为鸟
形，镂空长冠，尖喙内勾，利爪。 长 26、首宽 5厘
米（图一 ∶ 10）。 时代为殷墟二期。

1959年，山西省忻县连寺沟牛子坪出土一
件“束发器”[8]。 笄作扁长条形，略弧，一端为扁
平笄首，作正面人像，两侧镂空边框。 发双分高
盘饰波状纹，顶作齿状高冠。 长 16.5、首宽 4厘
米（图一 ∶ 11）。 时代为殷墟二期。

1939年，英国人林仰山（F. S. Drake）在山东
济南大辛庄遗址购得一件“青铜装饰”[9]。 该器上
端为鸟回首状，长尾上卷。 鸟首上端为夸张的夔

龙形，张口露齿，蚕形目，云纹冠饰。 整器下端平
素，长条形。未见相关尺寸报道（图一 ∶ 6）。从同
出的铜觚判断，此器属商代中期。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也曾著录一件

此类器物[10]。头部为龙形与鸟形结合体。鸟立于
柄上，钩喙，尖尾，爪从柄部一侧伸出。 鸟首之上
为夔龙，蚕形眼，低首，垂尾与鸟身相连。 下半近
末端处略宽厚。长 15.5厘米（图一 ∶ 12）。年代不
详。 但从形制、纹饰分析，应为商代晚期。
除了上述首端为龙、凤、人形浮雕者外，笔

者认为还有数例首端铸有纹饰的器物与上述

器物在功能上应属同类。
1936 年， 小屯 M149 出土 3 件 “簪形铜

器” [11]。 M149 ∶ R22126，上端略宽，单面纹饰。
在上方下尖的长方形框内饰两只蝉纹，长方形
框外有许多小斜方块，每方块的中心有一小圆
点。 长 18.3、上端宽 4.2、下端宽 3.5、厚 0.2 厘
米，重 90克（图一 ∶ 19）。 另外两件形制基本相
同，上端两面均饰上下两组变形蝉纹，侧边有扉
棱。 M149 ∶ R22127-1，长 20.2、上端宽 4.2、下端
宽 3.8、厚 0.3～0.4 厘米，重 135 克（图一 ∶ 20）。
M149 ∶ R22127-2，长 20.3、上端宽 4.2、下端宽
3.9、 厚 0.3～0.4 厘米， 重 142 克 （图一 ∶ 21）。
M149 位于小屯宫殿区内，该墓规模较小，内有
两具人骨。 应不是普通的墓葬，可能是祭祀坑。
除了上述的“一组头饰”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器
物。 M149打破宫殿区乙七基址，年代应属商代
晚期。
殷墟郭家庄 M190 ∶ 7，发掘报告称之为“长

方形片”[12]。一头已残。正面有花纹，下半部为倒
垂三角纹。 上半部由四条夔龙纹组成两对饕餮
纹， 上对饕餮纹由正面相对的两条夔龙组成，
下对则由相背的两条夔龙组成。 残长 12.4、宽
3.1、厚 0.2厘米（图一 ∶ 17）。M190被盗，但其形
制较大（墓室长 3.25、宽 1.95、深 3.9 米），有椁
室，残存随葬器物还有铜戈、镞、铃、 、凿、刀、
管及陶器、玉器等，时代为殷墟四期早段。
殷墟西区 M907 ∶ 15，发掘报告称之为“有

铭铜片” ，用途不明 [13]。 长方形，已残。 一端有
铭文，铭文为“亚，共辛、覃乙”。 残长 13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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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 18）。 M907位于殷墟西区第七墓区，另
外随葬有铜觚、爵、鼎、簋、斝、卣、觯、斗、矛、镞、
锛及陶器、玉石器、贝等。 时代为殷墟四期。
除以上 5 件为殷墟发掘出土外，《邺中片

羽二集》 [14]著录有 2 件 ，应是殷墟出土 ，年代
为殷墟时期即商代晚期。 邺 a，上端中部圭形
框内有上、下两只蝉纹，中间为“亚”字。 框外
有扉棱。 下端素面无纹饰。 长 20.1、 上端宽
4.1、下端宽 3.1 厘米（图一 ∶ 15）。 邺 b，上端
饰上、下两组兽面纹，中部饰变形三角蝉纹，
兽面纹与三角蝉纹之间有两行点线纹。 下端
素面 。 长 19.9、上端宽 3.9、下端宽 3.4 厘米
（图一 ∶ 16）。

除殷墟外，河北省藁城县台西遗址 M103及
湖南省望城县高砂脊 M1也有类似器物出土。
台西 M103 ∶ 14，发掘报告称之为 “舌形

铜饰” [15]。上厚下薄，器身弯曲。正面上部饰饕
餮纹 ，两圆目不突出 ，素地 ，细线 ，中部饰雷
纹，下部饰三角云纹。 用途不明。 长 13.7厘米
（图一 ∶ 14）。 报告未标明宽度，按比例尺计算，
宽 4.5厘米。 该墓面积较大，有两殉人，另外随
葬有铜刀、镞、 、戈和卜骨、玉石器、蚌贝等。
时代为商代中期。
湖南省望城县高砂脊 M1 出土 2 件 “不知

名铜器”[16]。 其中 M1 ∶ 21，整体为长条形，下端
扁平，上端有扁方銎，銎末端残。 銎外一侧饰蝉

一～九 . 人骨 1、17、19、22、24、25.铜
戈 2.松绿石饰 3、5、18.石戈 4.大
铜戈 6、7. 石兽 8～16、23、26、33～
35、38～40、44.玉笄 20.石环 21.石
鸟 27.牙笄首 28.残石器 29、60.
蚪泡 30、51. 陶轮 31、41. 松绿石
32.玉鱼 36、37.玉璜 42、43.红色
残木器 45、47.剑形小石器 46、58.
铜爵 48.铜盘 49、53.铜瓿 50.石
杵 52.铜鼎 54、56.铜斝 55、57.铜
觚 59.铜簪形器 61、62.骨柶 63～
65.骨镞 A.残骨柶

图二 小屯 M232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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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与云纹。 残长 15.2、下端宽 1.7、銎端宽 2.5
厘米（图一 ∶ 22）。 该墓另外随葬有青铜小鼎、
大鼎、尊、矛、刀、工具及硬陶器等。 发掘者判断
此墓时代为西周早期晚段至西周中期早段之间。
上述 49件器物，除几件传世品与收藏品出

土地点不详外，其余出土地都十分明确，分别
为河南安阳殷墟、洛阳坡头寨、河北蒿城台西、
山西石楼与忻县、 山东济南及湖南望城等地，
以殷墟为主。 时代从商代中期到西周早中期均
有，主要是商代晚期。
这些器物造型相当一致， 均为扁平长条

形，上端多有装饰，下端平直或圆弧，几乎无
刃。 按考古类型学方法，可以将其分为两型。

A型：首端为龙、凤或人物造型。 除山西忻
县的一件为人面像外，其他均是夔龙、凤鸟或二
者的组合。 龙、凤组合者，夔龙往往做成凤鸟的
冠饰位于鸟首之上，大而夸张。以妇好墓出土者
个体最大，长达 28厘米，最小者也长 15厘米。

B 型：首端饰饕餮纹、蝉纹、三角纹等纹饰
或铸铭文， 以饕餮纹、 蝉纹为主。 藁城台西
M103 ∶ 14 下端略弯曲，高砂脊 M1 ∶ 21 首端有
銎。 最长者约 20厘米。
除柄部纹饰不同外，A、B 两型的长宽比略

有不同，A型显得窄长，而 B型显得宽短。 这种
区别是何原因，不得而知。

二

关于此类器物的功用，除了认为“用途不
明”外，报道者观点可分为三种。
一种称其为笄形器或簪，是一种发饰或束

发器。 石璋如曾就小屯 M232 出土的此类器物
专门绘图示意其用法 [17]。 而小屯 M149 的三件
器物恰好位于其中一具人头骨附近，与之共出
的还有石条饰 18、“花骨”（笔者按： 应为骨柶）
2、蛙形石器 1、龟形石器 1、大贝 1。 石璋如就认
为这是“一组头饰”，但同时也承认，“相当的重，
因此三根铜簪形器都被压而在中间折断了”[18]。
另一种观点以陈志达为代表，他认为此类

器物“较厚重，而人经常处于运动状态，插在头
顶，容易坠落。而且妇好墓中出有大量骨笄和一
些玉笄， 并有一件铜笄；M232也出有玉石笄 18
支和 2支骨笄，因此……不可能作笄用”，“它可
能是嵌插在漆木器上或棺椁上的装饰品”[19]。
应该说陈志达反驳的理由是充分的。 但他

认为此类器物是插在漆木器上或棺椁上的装

1.陶罐 2.铜斝 3.铜爵 4.铜觚 5.铜笄形器

图三 台西 M35 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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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也完全是推测性的，没有任何依据。 笔者
注意到，A 型器物除首端的龙、凤纹外，其下有
些还饰有云纹与简化三角蝉纹，B 型器物首端
基本都有纹饰。 按制作纹饰的常理推测，纹饰
应是暴露在外容易被看到的。 如果嵌插在某类
器物之上，这些纹饰很容易被遮挡，这样就失
去了铸造纹饰的意义。 即便是作为嵌插之物，
其下的柄端也无需如此之长，只要 3～5 厘米就
足以承受重量并镶嵌牢固。 截至目前，也未发
现有漆木器上插着此类器物的报道。 所以，此
类器物的功用应非如此。
高本汉最早提出此类器物为祭酒之器

（libation implement）[20]，这是第三种观点。 这种
观点得到凌纯声的认可，称其为匕[21]。他指出高
氏“不知如何用法，故又猜想用以搅酒（for stir-
ring wine?）。 如用此匕而灌，即扱取鬯或醴的固
体酒酿向空中撒去。 高本汉氏仅知祼流汁的清
酒，而不知固体的酒糟亦用以祼祭”。 张光裕利
用新见到的材料认为，此类器物应是《仪礼》中
所提到的柶，并与“醴柶”并提，称其为“爵柶组
合”。 但张氏文中对大量材料并未提及，特别是
妇好墓所出同类器物，甚憾！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即此类器物为“匕”

或“柶”是正确的[22]。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器物的
相关信息都不完备，特别是其在墓葬中的原始
位置大部分都不得而知。 而小屯 M232 与台西
M35 出土器物位置清楚，为分析铜柶与其他器
物的组合关系提供了可能。
小屯 M232铜柶位于东南二层台上（图二），

与一组青铜礼器如鼎、瓿、斝、觚、爵等放置在
一起 （从平面图上看， 铜柶被铜爵直接叠压
着）。 石璋如认为铜柶被这些青铜礼器所压，取
掉礼器，铜柶位于第五号殉人的头部，应是发
簪 [23]。 M232另有 18支玉笄，分为三处，一处位
于棺室中部；另两处在西二层台上，以二、三号
殉人的头部为最多。 作为束发器，殷墟时期最
多见的是骨质或玉石质的笄。 如果专门用青铜
铸造一支精致的铜笄， 其享有权似应属 M232
的墓主，出土位置也应在棺内，而不应是二层
台上的殉人能够专用之物。 笔者认为，M232铜

柶应是与压在其上的铜爵配套使用的，二者放
在一起不是巧合。 这与香港所见铜爵内放置铜
柶如出一辙。
台西 M35 出土的铜柶，与青铜酒器觚一起

放在人骨的足部（图三），这与判定其为“笄形
器”的功能相去甚远。 铜觚与铜柶放在一起，二
者在功用上应有联系。 殷墟晚期开始，铜觯数
量逐渐增多，而铜觚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西周
中后期以后，铜觚基本消失不见，而铜觯仍很
流行。 成书于战国之时的《仪礼》，多把铜柶与
铜觯并提，原因即在于此。
殷墟西区 M907 ∶ 15 位于墓室东端 （墓主

头朝西）[24]；望城高砂脊 M1 ∶ 21、22位于二层台
上。 虽然两墓出土的铜柶未与铜觚、爵或某种
容器放置在一起，但均不位于墓主或殉人的头
部，起不到“束发器”之用则是十分肯定的。
青铜礼器被认为是墓主人身份、 等级、地

位的象征，是三代之时的“政治性消费”产品。
上述铜柶除来源不明者外，几乎都有青铜礼器
与之同出。
妇好墓：随葬青铜礼器 210 件，其中觚 53、

爵 40、 觯 2。 墓主妇好被认为是商王武丁的配
偶之一。
小屯 M232：随葬青铜礼器 10 件，其中觚、

爵各 2件。
台西 M35：随葬青铜礼器 3 件，其中觚、爵

各 1件。
坡头寨商墓：随葬青铜礼器 5 件，其中觚、

爵各 2件。
殷墟西区 M907：随葬青铜礼器 12件，其中

觚 2、爵 1、觯 2。
高砂脊 M1：随葬青铜礼器 9 件，其中小鼎

7、大鼎 1、尊 1。
可见有权使用铜柶的墓主人的身份与地位

均不低。 据古代文献，柶由“木”和“角”两种材质
制成[25]。 但除了上述的 A、B型铜柶外，考古发掘
数量最多的是骨质的[26]。 铜柶发现较少一方面
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同时也与其普及率
有关，殷墟许多相同等级的墓葬并不出铜柶就
是明证。

■ 试论妇好墓 “铜尺形器” 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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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张光裕注意到文献中“柶”总是与“觯”相
提及，而基本不见与觚或爵相组合。 本人认为
这与觚、爵、觯流行于不同阶段而文献成书较
晚有关联。 台西 M35、小屯 M232 铜柶与觚、爵
的位置关系就很好地说明铜柶的作用应与铜

觚、爵有关。 而铜觚、爵被认为是三代之酒器，
在饮酒过程中，柶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要回答
这个问题，必须从爵、觚的形制、功用及当时酒
的种类说起。
铜爵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西周中期

走向衰亡甚至是消失[27]。 形制上虽然早晚各有
不同，但其流、尾、柱、鋬及足等部件都有。 学者
一般认为爵为酒器，但具体如何使用，自宋以
来至今仍无定论，已有学者对之进行了很好的
检讨[28]，兹不赘述。 通观各家学说可以发现，各
自均有纰漏。
从少量爵身有烟炱认定其是“煮酒器”，可

爵的容量太小，为何不用更大者如斝呢？
据其长流判断其是“饮酒器”，但复杂的结

构、碍事的双柱、流下的扉棱让人十分困惑：本
应十分简单的饮器，为何古人要给自己制造重
重麻烦？
据长流、双柱甚至是鋬手的作用，推定爵

为“滤酒器”，可早期的窄流、矮柱爵又如何解
释呢？
其实， 不仅仅是铜爵的功用无法明确解

释，就连铜觚的功用也未必明朗。 觚形器产生
的时间很早，铜觚产生之前，就有木觚、陶觚、
漆觚等。 早期的觚形器无疑是饮器。 自早商铜
觚产生之初，其仍是饮器，因为铜觚多数较粗，
口沿外侈不明显。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中商、
晚商直到西周时期，铜觚腹部越来越细，口沿
外侈成喇叭状，高大精美者饰通体的扉棱。 如
果仍用其饮酒， 要做到酒不外溢尽饮到口中，
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迟到商代中期，青铜爵、觚组合开始固定

下来；到殷墟时期，特别是殷墟早期，爵觚配套、
数量相等， 爵觚套数的多少成为判断墓主等级

身份的重要标尺。 有学者提出“用爵制度”[29]，颇
类似于西周时期的“列鼎制度”[30]。这应是“周因
于殷礼”的实证。 “器以藏礼”是三代礼制最显
著的特征。 我们可以发现，三代时期的礼器均
源于实用器，但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方面
会逐渐朝着繁缛、精致、制作技术垄断即“生
器”[31]的方向发展，三代时期青铜礼器就是典型
代表；另一方面，又会朝着简单、粗糙、不具实
用性即“明器”[32]的方向发展，殷墟墓葬中随葬
的陶觚、 爵及殷墟晚期墓葬中的很多青铜礼
器、铅器等就是如此[33]。
所以，如果我们研究青铜爵、觚时不再过

分强调其“实用性”[34]，而从“礼器”的角度来考
量，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 殷墟到西周早中
期之时的青铜爵、觚最主要的功能是“礼器”，
用于各种祭祀、礼仪场合，许多功能都是象征
性的。 而铜柶自商代中期产生，此时正是青铜
爵觚配套开始固定下来、渐次脱离“实用性”的
关键时刻。 到西周中期，青铜爵、觚退出了历史
舞台，铜柶也随之销声匿迹，这应不是巧合。

《礼记·内则》：“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
糟，粱醴清糟。 ”[35]清者为汁，糟者为滓。 古代有
酪、醴、醪、鬯等四种古酒[36]。 《说文解字》：“醪，
汁滓酒也。 ”[37]凌氏称：“至今台湾阿美族尚保存
原始的酿醪法，酿酵初成汁滓相将之酒，可以
干吃，如吃酒酿。 ”[38]《说文解字》：“鬯，从凵，凵
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 ”[39]《周礼·天官·浆
人》：“共夫人致饮于宾客之礼， 清醴医酏糟而
奉之。 ”郑玄注：“饮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
清也。 ”[40]

可见，“古代的酒，可有食、饮两法”[41]。我们
能否大胆设想，青铜爵、觚成为固定搭配，缺一
不可，是与酒有清、滓两种，可饮、可食有关呢？
在爵内盛以清酒，甚至可以加香草煮酒加热 [42]，
用铜柶不时搅动，使之香气四溢。 在铜觚里盛
放的是固态或半液态的酒滓，用柶食之，这样
就不会溅出。
总之，铜柶不像其他材质的柶，应是专门的

礼仪用具。 即使是礼器，也未得以普及，到西周
中期左右，与青铜觚、爵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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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unction of the Bronze “Ruler-shaped Objects” Unearthed from Fu Hao’ s Tomb：
Also on the Uses of the Bronze Jue-cups and Gu-goblets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He Yuling
Ma Chunmei

From Fu Hao’ s tomb at Yinxu Site, 28 bronze “ruler-shaped objects” were unearthed. For their
functions, there have been controversies among the researchers for decades. 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
on the bronze “ruler-shaped objects” unearthed from Fu Hao’ s tomb, this paper conducted typological
and chronological analyses to the bronze “ruler-shaped object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y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bronze “ruler-shaped object” was bronze si, a specific ritual implement. Based on the original locations
of the bronze si, this paper analyzed their assembling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utensil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function of the bronze si was related to the bronze jue-cups and gu-goblets, and discussed the
assembled use of the jue and gu with si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shapes and
functions of jue and gu, as well as the categories of wines 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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